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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殊阶层”问题谈
论的有很多，但还不见专门的论述。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有其制度上的原因，它形成于斯大林
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展到顶峰。勃列日涅夫以“稳定”当头，不思改革，带头奢靡腐化，致使这
个掌握人民权力的阶层终于走向人民的反面。 

[成果全文]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问题，人们不大愿意涉及，几乎成为禁区。苏联解体后，人们在探讨其解
体原因时，曾提出“官僚”和“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最近又有专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文章问世 
。本文拟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并通过一些新的史料，进一步证
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脱离人民的本质。 
       一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整，是苏联国力最强的时期，但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消耗殆尽，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已显露出难返之势，“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突现出来，可能基于以
下几点原因： 
  第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设想未来的国家实施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即
“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但十月革命后列宁看到的却
是，原来寄以希望的“国家的主人”——工农大众，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而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只能由布
尔什维克党代表人民掌管政权。权力由人民集中于一党，实现权力集中的第一步。在干部的任用上，列
宁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成为国家权力核心，实现权力集中的第二步。又加上
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干部的作风比较端正。但是，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起自列宁时期，而列宁作
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底无私，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产生官员特殊化的最
好土壤。对此，列宁初期没有足够地重视和认识。当列宁发现新的国家出现官僚主义时，还只作为旧官
吏带来的旧作风。可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机构增多，官僚主义很快泛滥起来。这时，列宁痛心疾
首，他不得不承认“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共产党员成了官
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
委员会合并起来，让合并后的新的监察机构拥有与党中央平行的权力，其成员“应享有与中央委员的一
切权利”。这里的“平行”就是“制衡”。可惜的是列宁这一重要思想没被其接班人所理解和接受。 
  第二，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作为列宁事业的接班人斯大
林，通过3次党内斗争，消灭了所有政治敌手，把党、政、军的一切大权集中到一人手中，实现了权力
集中的第三步——个人专制。斯大林首先将干部任命制制度化。从1923年开始，斯大林就指派莫洛托夫
起草有关文件，在11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工作上任命干部，仅中央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就任命达
13 165人 。自此开辟了列表“封官”的先河。斯大林在干部问题上，一方面对异己干部进行“清
洗，，乃至肉体消灭；另一方面对顺从的干部提拔重用，予以特殊待遇。斯大林经常给干部发放工资以
外的所谓的“红包”，有的数额惊人。例如，一位部长竟然到2万卢布的“红包”，相当于戈尔巴乔夫
当总统时期工资的2倍 。此外，这些高级官员还享有享用别墅、特别旅游疗养等待遇。1935年法国著名
作家罗曼&#8226;罗兰访问了莫斯科，发现了在标榜人民平等的国家里，居然有包括高尔基在内的苏联
党政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住着豪华的住宅，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在苏联已经
形成一个“共产党的贵族阶级” 。俄国的学者也说：‘‘形成特权阶层这件事……还是在斯大林时期
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获得很大的规模” 。 
  第三，赫鲁晓夫的改革冲击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赫鲁晓夫在干部问题上实行干部轮换制，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的党章规定：每届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



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3届j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
少更换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 。新党章还规定
区委以上机关的成员连任不得超过3届，其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
机构的成员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构的成
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两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1年。如
果超过规定任期而欲继续连任者，则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
也照此办理。 
  在轮换干部的操作中，往往比规定的还要激进。据报道，党的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
第一书记中，担任这一职务不满3年的占70．5％，党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工作不满3年的占78．8％。
1963年选举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会的成员更换了一半以上，市委会、市属区选出了3／4以上
的新成员。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选举中更换了近70％ 。赫鲁晓夫还在治理干部特殊化方面进
行了改革，如大幅度降低干部的工资等。 
  赫鲁晓夫在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冲击了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具有进步意义。
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实施过急，方法欠当，引起社会动荡和干部普遍不满，特别是损害了特权阶层的
利益，结果改革半途而废。 
  总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官僚特权阶层”在斯大林
时期形成，它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赫鲁晓夫干部制度改革的失败，很容易为后来者在改革路上
望而却步。所有这些，构成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日益严重的基因和前提。 
      二 
  勃列日涅夫正是在“官僚特权阶层”的拥护下。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赫鲁晓夫、走上苏联政权顶峰
的。他吸收赫鲁晓夫“整”干部的教训，在国家治理上，以“稳定”为目标，以笼络干部为手段，以达
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勃列日涅夫是个中庸之辈，他嗜权如命，贪图虚荣，追求享乐，也正是在他的
带领下，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达到了顶峰。 
  1．庞大的国家机关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废除了赫鲁晓夫按生产原则划分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恢复
了州和边疆区统一的党组织。苏联政治体系中的其它组成部分，如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也采取
了统一领导，全国权力垂直集中到中央。中央不仅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甚至下面的具体条例和工作细
则，也要由中央制定。据统计，到80年代初，苏联下达的各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指令、指示和其它大小法
规达到20万种之多。而要完成如此浩繁的任务，没有一整套的官僚机关是无法完成的。从1965年至1982
年勃列日涅夫离开人世，全联盟各部和兼共和国的各部增加了5倍多，达160个。有的部级官员多如牛
毛，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设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他们之间也有排序)，副部长15人。结果这
个部总共有正副部长19人。机关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官员增多，这个时期苏联有“干部”1 800万，其
中l 150万为下层干部。按全国职工的人数平均，每6—7个职工有一位顶头上司。据测算，苏联每年仅
供养这些官员，国家要拨出10％的预算 。 
  2．老化的官僚队伍 
  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23次代表大会，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按比例轮换的规定，接之而来的
是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出现了“老人政治”的局面。赫鲁晓夫时期的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
49．6％；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二十三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则上升为79．4％；二十四大时上升为83．
4％；到了二十六大时竟然上升为90％以上，几乎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在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8年中，变动微乎其微，只换下了12人 。领导干部老龄化问题很快显露出来。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则为54．1岁；到了1981年
26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1岁，书记处为68岁。勃列日涅夫领导核心成员平均年龄为75
岁 。这些年岁己高的领导人物不仅精力匮乏，而且有的百病缠身，真是病夫当政，误国误民。 
  3．无限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比较重视集体领导，也比较注意到地方和基层去了解情况并研究工作。苏共通
过决议，规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永远分离，不得兼任”，由此形成了苏联
所谓“三驾马车”的领导结构。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勃列日涅夫就处心积虑地提高和突出自己的地
位，不断加强和扩大个人的权力。1977年，波德戈尔内因在宪法的某些提法与勃列日涅夫相左而被解
职；1980年，柯西金也因在经济改革上与勃列日涅夫产生分歧被罢免。勃列日涅夫把他们的权力都揽在
自己的手里，身兼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国防会议主席之职，集党、政、军所有大权
于一身。  
  独揽大权便大搞“造神”运动，这几乎成为规律。自1973年“五&#8226;一”起，苏联一改原来国
家领袖像按姓氏字母为序的规定，而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放在独尊的地位。这一天，全国的一切新闻媒
体都以最大的声势，歌颂这位“非凡”的“天才”。有人发现，在当天苏联最大一家的报纸上，勃列日
涅夫的名字出现多达72处。此后，歌颂领袖的浪潮此起彼伏，调门一高再高。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
式的领导人”、“英明的领袖”、“英明的理论家”、“世界和平的旗手”，不一而足。与此同时，一
版再版勃列日涅夫的言论集和回忆录，称赞他的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
“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在他当政的18年中，曾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7次被授予“列宁勋
章”，这都是国家最高的奖项。至于其它奖项随时可得，据统计，“他一生所获的勋章和奖章总共近二
百枚。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最大、最高的官僚。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达到如此程度，勃列日涅夫是应负
历史责任的。 
      三 
  “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的当权阶层。这个阶层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乃至特殊的心态和文化。他们
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名日“人民公仆”，实则是地道的“老爷”。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阶层更
暴露出其贪婪性和腐朽性。下面根据新的史料来看其 
在几个方面的表现。 
  1．“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殊收入” 
  苏联中等收入的工人和职员月工资是257卢布。苏共中央一位部门主任月工资为700卢布。普通劳动
者的假期一年是12一18天，而中央委员会的假期是30天，且不包括路上往返时间。这位部门主任在休假
期间照样领取工资，不仅如此，他们还格外发给所谓用于“治病”的附加工资，即第13个月工资-700卢
布。实际上这位主任休假期间的一切费用由国家全包，根本不需要个人花销。因此，这一部门主任实际
上比一般人多领2个月工资，即1 400卢布。如果把这两个月的工资平均到其它11个月上，这位主任实际
月工资为827卢布30戈比。 



  此外，部门主任还领“克里姆林宫餐券”。这是类似“营养食疗”的餐券，上层的官员人人皆有一
份，未必只发给疾病患者。名日为“餐券”，实则是票券，用来领取特殊配给的上等食品。此项每月发
90卢布，1年12个月则是1 100多卢布。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姆林宫的“餐券”是按1929年的价目表计算
的，价格只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4，也就是说，这里90卢布相当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300多卢布。这
样，这些官僚们每年仅“营养食疗”餐券一项又多得了3 600卢布。如按11个工作月平均，则这位官员
的实际月工资应为l 154卢布。这已是中等工人和职员工资的5倍。当时苏联还有广大的低收入者，如普
通的工人和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士兵等，月收入不到150卢布。这样，这位苏共中央一个部门主任的
收入则是低收人者的8倍。 
  不仅如此，如果部门主任再略会一些外语，他还可以领取10％的附加工资。那么他的实际工资就更
是多得多了。  
  2．“官僚特权阶层”的“官价” 
  干部选举制度在苏联早已名存实亡，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场日益腐败。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
或贿赂有关领导，久而久之，卖官鬻爵现象发生。一位逃往西方的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情报部工作人
员，提供了阿塞拜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个区检察长的职务，价值3万卢布(按1969年价格)；一个警察分局局长的职务，则更贵了一些。
要用5万卢布；集体农庄主席5万卢布；国营农场主席8万卢布；阿塞拜疆共产党区党委第一书记手握重
权，所以价格最贵，要用20万卢布(1969年)，第二书记职务值lO万卢布；社会保障部长的职位值12万卢
布；城市公共事业部长值15万卢布；商业部长的职位值25万卢布；大学校长的职位20万卢布；阿塞拜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是5万卢布；科研所所长4万卢布；剧院院长l一3万卢布 。 
  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买官的，因为如上所述，以苏联中等收入工人和职员为例，他们月工资为257
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的职务，得需要劳作81年；如果以月收入为150卢布的普通劳动者为
例，他们每月需要缴纳21卢布的公民税及工会会费，再除去用于购买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必需品的78卢
布，每月最多只能积攒5l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的职务，则需要劳作408．5年 。 
  卖官鬻爵的现象在其它加盟共和国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3．“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世袭 
  俄罗斯学者指出：“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
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
继承权力的目的。”  
  苏联的官僚不仅自己执政终身，而且极力把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权力继承之风在苏联早就存
在。自斯大林时期始，权力继承作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专利”就开始出现。斯大林的儿子在20多岁
时便提为中将，接着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赫鲁晓夫的女婿曾担任苏联第2大报纸《消息报》
的主编，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此等等。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阶层明显形成了超越社
会的利益集团。官官相护，官官联姻。首先他们对现有权力的垄断，接着便是利用自己职务的影响力，
扶持后代掌权，及早进入官僚阶层。 
  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本是纨绔子弟，生活花天酒地，虽然年纪轻轻，但仍能当上苏联外贸部第
1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本是一位低级军官，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晋升为上将，不久又
担任内务部第l副部长(该人在勃列日涅夫过世之后罪行被揭露，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
“驸马案”)。柯西金的女儿很轻松地当上了国家外国文献图书馆的馆长。米高扬的儿子平庸无奇，可
是研究生毕业之后，直接担任《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职务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干部同级。格罗
米柯的儿子先是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院工作，后来很快派出国，先后担任驻美国和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的公使衔参赞，不久又提升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其官位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
官员同级。苏联的层层领导都照此办理，全国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太子党”。  
  综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可以看出，苏联的官员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正是
苏联社会真正危机之所在。列宁早就说过：“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
众”  
  列宁的警告颇具预见性，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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